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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创新创业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但关于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机理的研究还很少引起学者的重视。综合人才学、创新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界定了领军型创业人才的概念。借鉴PSR模型，从经济发展需求和人才政策视角分析了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宏观驱动力，从自我价值实现、人际关系等视角探讨了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微观驱动力。以此为基础，研究了领军型创业人才的现状及其问题。最后，提出了促进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响应机制。为推动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战略实施，实现山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转型跨越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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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have become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conomy,but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leading entrepreneurial talent aggregation has not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According to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human science, innovation science and economics, the concept of leading entrepreneurial talent is defined.Based on the PSR model, the macro driving force of leading entrepreneurial talent aggregation is analy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ma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alent policies, the micro driving force of leading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is discussed from perspectives of self-value realiz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ain problems of leading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sponse mechanism to promote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aggreg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hanxi's leading entrepreneurial talent strategies, and achiev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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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稀缺的战略资源，领军型创业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日益凸显[
]，国内发达省市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政策实践表明领军型创业人才正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企业创新的关键资源。无锡的“530”计划、南京的“321计划”，苏州的“姑苏领军人才”战略，重庆的“百名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等等，这些领军人才战略和政策实施提高了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率，加速了传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助推了新兴产业发展，从而驱动了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山西经济增长自2014年开始出现断崖式下滑，煤炭、钢铁等传统产业主导国民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已表现出更为显著的衰落特征，创新驱动、创新变革和创新发展成为解决山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然而，作为支撑山西创新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力量，领军型创业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如何聚集大量领军型创业人才成为当前山西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探讨，以界定领军型创业人才内涵为基础，借鉴PSR模型，阐释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驱动力、现状和发展对策。以期为山西创新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支持和参考。
1领军型创业人才内涵界定
领军型创业人才的正式提法最早出自《从1个到68个的“聚变”》[
]，但目前为止，尚未有学者给出具体的定义。学者们分别研究了领军人才和创业人才的概念，赵希男[
]等把领军人才界定为“领军人才是指在某组织范围内，在相关的专业技术领域，具有超群的学术水平，并能够得到团队的认同，发挥着学术领导和团队核心的作用。”李超平[
]认为领军人才是指在当今社会的各行、各业、各领域中，具备顶尖的知识、技术、学术水平或经验，并能充分发挥团队核心及带头作用，能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或生产关系的调整，满足所处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集合体。刘荣志[
]将创业人才界定为能够发现机遇，获取创业资源并充分利用自己、他人和社会所拥有的相关知识、技术、能力、信息等资源，创立新企业，积极开展创新与创业活动的人。周方涛[
]指出科技创业人才是指受综合经济环境影响，将自身的科技能力转化为生产要素，创办企业以实现科技与市场有机结合，承担风险并获取创新收益，以此推动综合经济环境向前发展的人才。综上，基于领军人才和创业人才的概念，本文认为在界定领军型创业人才时应考虑以下因素：①领军型创业人才的主体是创业人才，应符合一般创业人才的内涵和基本特征；②领军型创业人才属于高端创业人才，具有精湛的专业能力或业务知识以及卓越的领导才能，在某一领域具有公认的影响力和权威；③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引领和促进作用。鉴于此，本文认为，领军型创业人才是指在产学研及其相关领域，具备公认的学术影响力或掌握顶尖的知识、技术，能够成功的带领团队开创新产业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或团队。领军型创业人才具有内在的个体性特征和外在的群体性特征[4]。个体性特征表现为智力特征、心理品质和人格特质等，比如领军型创业人才往往具有系统的理论知识和技术、团队管理能力卓越、心理资本水平高和创业精神足等；群体特征主要从宏观角度呈现，如领军型创业人才的稀缺性、群集性、协作性和时空性等。
2 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机理
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机理研究旨在诠释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驱动因素，探析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现状和主要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对策。提出于20世纪70年代的PSR理论综合考虑了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突出了多要素互动关系，被广泛应用于环保、农业安全、公共服务等领域[
]，但在研究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机理的应用中鲜有报道。鉴于此，本文借鉴PSR基本原理，为阐释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机理提供理论分析框架。在PSR模型中，P解释为压力，反映人类活动给环境造成的负荷；S解释为状态，描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系统状态；R解释为响应，表示人类面临环境问题所应采取的对策。该模型系统阐述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和如何对待”的事物发展的基本问题。本文借鉴PSR模型阐释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机理，其中，“压力”界定为驱动力，是指驱动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社会现实因素；“状态”表明领军型创业人才在驱动力之下，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响应”是指保障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管理对策（具体参见图1所示）。

图1 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机理图
2.1 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驱动力分析
本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阐释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驱动力，其中，宏观视角侧重于从经济发展需求和人才政策等方面探讨，微观视角侧重于从自我价值实现、人际关系等方面分析。
2.1.1 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宏观驱动力
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宏观驱动力包括经济发展需求和政策驱动两方面。从经济发展需求看，自2014年以来，山西GDP增速一直在低位徘徊不前，增速全国排名垫底。这说明作为资源大省的山西正在遭遇“荷兰病”，即自然资源的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现象。山西目前经济困境与之前过度依赖煤炭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山西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煤炭为主的资源型产业导致了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使其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
]。山西资源型经济畸形发展的本质在于其粗放式的发展模式，突出表现为传统产业尚未实现成功转型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规模小、贡献度低。经济新常态下山西变革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与领军型创业人才资源结构相匹配，必须依靠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创造力和能动性，进行技术创新和思维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此外，发达国家和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实践经验表明，人才政策是影响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重要因素，即领军型创业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支持、激励、评价等政策能更好的引领和实现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和集聚效应。近几年，山西出台了一系列高层次人才（包括领军型创业人才）引进政策、办法和条例。如山西省委印发《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实施意见》（晋办发〔2009〕26号）、《关于印发〈山西“百人计划”专家服务与管理办法〉的通知》（晋组通字〔2012〕99号）、《关于调整山西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百人计划”相关政策的通知》（晋组通字〔2016〕86号）、《关于印发〈山西省引进支持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团队暂行办法〉的通知》（晋组通字〔2016〕87号）等。这些政策对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对扩大领军型创业人才规模和优化人才结构，以及调整山西省产业结构，加快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1.2 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微观驱动力
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微观驱动力包括非经济因素（自我价值实现、价值观、人际关系）和经济因素（福利待遇等）两方面。其中，在非经济因素方面，根据需求层次理论，自我价值实现属于高端需求，领军型创业人才往往具有强烈的事业心，愿意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更倾向于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6]。但拥有高级需求的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空间的选择和人才集聚效应的实现也会受到价值观、人际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价值观是个人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下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领军型创业人才的流动方向和集聚空间的选择。在人才流动过程中，基于价值取向的驱动，领军型创业人才往往会选择与自己价值观相同或相似的区域进行集聚。此外，融洽的人际关系也是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区域选择和能否发挥集聚效应的重要考量指标，正如社会心理学所指出的，和谐的人际环境是工作地点选择和工作效能提升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高质量的人际关系能够形成领军型创业人才团队成员之间高效的交流合作，实现集体学习和知识共享；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优势互补产生协同效应。在经济因素方面，作为决定领军型创业人才是否集聚的重要因素，福利待遇和相关创业支持发挥着导向作用。一般而言，领军型创业人才是否做出集聚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决定于福利待遇和创业支持的满意度水平，领军型创业人才往往从福利待遇和创业支持满意度较低的地区流向满意度较高的地区。综上，非经济因素构成了领军型创业人才选择聚集到何种区域创业的内在驱动力量，而经济因素则成为其创业集聚地选择的“指挥棒”。两种因素相互影响、彼此作用驱动着领军型创业人才的集聚方向、速度和绩效。
2.2 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状态
2.2.1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规模较小，规模经济效应不显著
经济进入新常态，作为资源型地区的山西，经济跨越式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创新发展面临严峻考验，亟需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践行供给侧改革，以人才强省、人才兴业为根本，探索通过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培养与配置推动山西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鉴于此，山西省自2009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领军型创业人才相关政策，在选拔、吸纳和集聚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如2012年山西人社厅出台了《山西新兴产业领军人才培育工程实施意见》（晋人社厅发[2012]40号），五年来共选拔培育了300名新兴产业领军人才；2013年山西教育厅发布《山西高等学校131领军人才工程实施办法》（晋教人[2013]35号），旨在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创新型人才队伍，更好地服务全省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和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2015年山西卫计委发布《关于组织开展百千万卫生人才培养工程临床高端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工作的通知》（晋卫人发[2015]3号），拟选拔179名临床高端领军人才。此外，据相关统计，当前山西省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和“万人计划”分别为13人和12人，山西省“百人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356人。综上，尽管山西在新兴产业发展、高校服务社会和医疗卫生等领域为领军型创业人才的选拨、培育、成长等出台了相关政策，但由于我国领军人才宏观上地域分布不均衡，大多集聚于东南沿海，中西部领军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同时，与发达省市相比，不仅缺乏专门针对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相关政策、计划及措施，而且由于相关政策出台时间较晚，同时政策缺乏操作性、协同性以及政策效应的延迟性特征，造成山西各类领军型创业人才规模较小，在提升核心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资源型企业价值链创新等方面的规模经济效应尚不显著，导致其对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模式根本转变的贡献还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2.2.2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能力不足，培养和吸引领军型创业人才能力弱
从产业集聚视角，根据相关研究[
]，产业集聚可引致人才集聚，人才集聚可促进产业集聚，二者之间存在良性耦合关系，但也可能因产业集聚或人才集聚问题导致两者之间存在恶性循环关系。根据山西省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山西三次产业比重为6.1:38.1:55.8，虽然总体上向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趋近，但从产业结构的内在质量看，呈现了“一产弱、二产波动大、三产小”的特点，工业以资源型产业为主，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小（2014年：占GDP比重接近6%），第三产业虽然发展较快，但邮电、通讯及社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内在质量失衡和偏低的产业集聚度严重制约了产业集聚对于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协同力，致使山西产业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对于高端人才特别是领军型创业人才的需求不能得到有效供给。从教育培养及科研投入视角，山西尚无一所全国性著名高校，区域性知名高校仅山西大学和太原理工大学。同时，高校大批优秀人才流向京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这大大降低了山西优秀教育资源的规模和质量，使得山西培养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基础和能力严重不足。此外，根据《2015年山西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5年全省R&D经费132.5亿元，同比下降12.9%，中部六省排名最后，全国排第22位，R&D经费投入强度为1.04%，同比下降0.15%，中部六省排名第六，全国排第20位。这说明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综合培养能力和人才成长能力的支持力度偏低，抑制了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培育、成长和发展，也不利于已有领军型创业人才的持续创新和发展，同时也会对未来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带来负面效应。
2.2.3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模式落后，集聚机制不健全
人才集聚模式是人才集聚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孙健等人的研究[
]指出我国人才聚集模式包括市场主导型和政府扶持型两种。张樨樨[
]则进一步把人才聚集模式划分为市场主导型、政府指导与资源引导相结合型、政府重点辅导型三种。山西地处我国中部地域，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经济、教育、科研、人文环境等均处于劣势，而且市场机制配置人才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尚不健全，导致人才尤其是领军型创业人才“孔雀东南飞”，结果成为发达地区人才“虹吸效应”的贡献者。本文借鉴孙健教授的研究，认为山西应实行以政府扶持为主的人才集聚模式，充分发挥政府在人才集聚，尤其是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方面的关键作用。换言之，山西需要构建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产业转型升级为目标，充分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主导作用的人才集聚模式。但纵观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现状，人才集聚模式很不完善，表现在政府主导作用不显著，市场机制不健全、不灵活，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尚未形成规模优势，结果导致领军型创业人才流向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造成了领军型创业人才供给的更大缺口，从而制约了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及其集聚效应的发挥。
2.2.4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效应不显著，驱动产业转型升级能力弱
领军型产业人才集聚的根本目的旨在实现人才集聚效应，即在一定的体制机制下，人才集聚由量变达到质变，实现人才集聚的协同效应、创新效应、学习效应、规模效应等，对产业转型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纵观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现状，领军型创业人才及其团队匮乏（如国家级创新团队仅1个，两院院士不足全国总数的1%等），尚未形成规模优势，领军型创业人才的人力资本价值尚未对生产力发展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孵化和带动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的能力弱，知识转移与技术创新水平低[
]，实现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不足（如2014全国科技统计监测指标显示，山西高新技术产业化总指数仅为36.89%，居全国第27位，中部六省末位，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近15个百分点），尚未形成一批具有市场发展竞争优势的技术企业和产品。从横向对比看，创业人才集聚所产生的产业集聚效应、创新效应、区域效应等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省市相比差距甚远，与中部其它省份相比也处于竞争劣势，从而导致不能有效支撑以煤炭、钢铁等为基础的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领作用也不太显著。
2.3 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响应机制
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响应机制是解决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规模小、能力弱、机制不健全和效应不显著等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文借鉴控制论原理，设计了包括规划机制、引才机制、配置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价机制及政策效应（领军型创业人才引进规模、质量和领军型创业人才驱动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等）的响应机制体系（参见图2所示）。其中，规划机制侧重于综合预判、顶层设计，引才机制强调创新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注重强化人才聚集力，配置机制包括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协同合作、激励、学习机制以及投入机制，保障机制重在为领军型创业人才提供平台和支持，评价机制旨在测评政策效应，为人才政策修订提供依据。

图2 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响应机制
2.3.1 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规划机制
人才政策的制定既要适应国家人才战略的整体布局，又要纳入到地方政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体系。近年来，山西在贯彻《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和《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等政策的基础上，按照《山西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精神，初步建立了上下贯通、衔接配套的人才规划体系。但仍然存在着顶层制度设计、科学预判和精准聚才等方面的问题，制定《山西省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规划和实施办法》，进一步提升制度保障力、战略规划力和精准聚才力极为迫切和重要。为此，山西应以全面判断与科学分析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基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供给侧改革方向，加强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对山西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模式进行科学分析，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针对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发展等关键问题，以集聚创新科研团队和领军型创业人才为核心，有针对性的建立引才目录，形成长效聚才机制，实现引智聚才工作的有序化、常态化[
]。此外，山西要根据产业结构调整任务和产业发展远景，遵循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匹配理论，科学规划领军型创业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的整体布局。同时，山西还要以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为契机，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基点，健全集聚领军型创业人才的体制机制，出台关键急需高端创业人才申报指南，突出重点、有针对性的引进煤化工、新材料、清洁能源、高端装备制造和节能环保等领域的领军型创业人才，实现产业结构、人才结构与专业结构的耦合，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和服务业兴起，实现经济增长由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化。
2.3.2 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引才机制
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引才机制要以促进山西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以我国首个全省域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为突破口，确立“人才共享，弹性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集聚理念和适宜的人才集聚模式，以全球化视野整合本地乃至全国和全球的领军人才，全面推动山西经济社会发展。首先，破除观念、体制和政策障碍，建立和完善“户口不迁、关系不转、双向选择、合同约束、自由流动”的柔性引才机制[
]，探索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源型产业转型和产学研重大科研项目等聚才引智形式，尤其对急需紧缺的高层次人才，加大柔性引进力度，在科研立项、成果转化、参评重大奖项、产品创新和创业企业税收和金融支持等方面，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其次，遵循市场机制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顺应人才资源社会化趋势，通过实施高端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的时间、空间转移以及与创业资本、企业资本的融合等途径，实现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的共享共用，达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效果。比如山西省科协系统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引进院士及其团队，建设院士库，积极组织开展院士专家山西行活动，为山西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境建设、人才战略实施和科技与生产力的融合等方面献计献策。第三，建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政府扶持的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模式，充分发挥政府在人才制度建设、政策设计、平台搭建和配套服务等方面的角色和作用。领军型创业人才的流动和集聚必须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但山西的人才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企业、高校和社会等组织的开放、包容、创新的文化氛围还不浓厚，人才共享理念尚未深入人心，亟需政府鼓励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共建技术研发平台、重点实验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新型研发组织等人才集聚基地，实现区域内外创新创业人才柔性流动、空间集聚，发挥1+1﹥2的协同创新效应。
2.3.3 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配置机制
从团队、激励、学习和投入等方面构建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配置机制。其中，团队机制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激励机制提升了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凝聚力和创新力；学习机制增强了知识获取能力和创业成功率；投入机制促进了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培育、成长和创新。（1）团队建设机制。领军型创业人才团队建设能够匹配不同人才的知识和技能，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合作，产生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取得重大创新性的科研成果，提升团队创新活力和创新竞争力。为此，一是要制定团队愿景和目标。利用团队愿景凝聚人心，增强团队认同和忠诚感。明确目标，激励团队成员交流合作，为实现团队目标协同奋斗；二是强调创业团队的稳定性。稳定的创业团队是创业成功的重要条件，培育鼓励创新创业的文化是增进团队稳定的重要保障；三是建立以业绩为核心的人才考核机制，倡导“合作共赢、风险共担”的团队意识，实现以合作共享驱动领军型创业人才成长。（2）激励机制。建立领军型创业人才激励机制，一是进一步完善领军型创业人才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二是健全以技术创新价值和创业业绩等为基础的利益分享机制；三是建立人才资本及科研成果的有偿转移制度，在股权奖励、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益上给予更多优惠；四是给予急需紧缺或业绩突出的领军型创业人才物质和精神奖励。（3）学习机制。学习是领军型创业人才获取知识、更新智能以提升创业能力和创业效益的过程。领军型创业人才可通过“与国内外专家合作研究”、 “专题论坛”、“学习沙龙”、“自学”等形式开展关系管理学习、企业管理学习、业务发展学习和自我学习等[
]。此外，领军型创业人才还应以产业为依托，以企业为载体，同高校、科研部门及其它服务机构建立新型研发组织实现组织间合作、学习和创新，提升学习能力和创业成功率。（4）投入机制。科研投入机制是吸纳和保障领军型创业人才技术创新、技术转让和技术应用的重要支持。一是提升山西R&D经费投入规模，建立R&D经费投入增长的长效机制；二是R&D经费配置应遵循“精准”而非“平均”的原则，重点倾向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领域；三是企业应在R&D经费使用、管理等方面起监管作用，提高R&D经费利用率和有效性。
2.3.4 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保障机制
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政府的科学规划和完善的体制机制，更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提供完善的保障机制。（1）宽容机制。基于创业实践的风险性、不确定性，创业不可能一帆风顺，往往会经历反复，甚至失败的结果。创业失败是领军型创业人才必须面对的重要社会和心理问题，构建鼓励创新、宽容创业失败、尊重创业失败和理解创业失败的保护机制对于领军型创业人才成功创业极为重要[
]。因此，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建立创业失败的宽容机制，将能够给予领军型创业人才试错的机会，释放创业失败者畏惧失败的心理负担，摒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保守意识和惰性心理。（2）产业集聚。美国硅谷、台湾新竹和北京中关村等的发展经验表明产业集聚与人才集聚存在着密切关系[9]，合理的产业结构和适度的产业集聚度将对高端人才集聚产生虹吸效应，实现产业集聚和人才集聚的良性互动和协同耦合发展。一方面山西要打造资源型企业创新产业链，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创新度；另一方面也要建设新兴产业链和特色产业链，优化和完善产业体系，增强产业集聚效应，提升产业集群吸纳领军型创业人才的能力。（3）平台建设。加快创新创业人才基地建设，着力打造众创空间、新型研发组织和高科技产业园区和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等多样化创新创业载体，大力培育和扶持创新创业服务组织发展，为领军型创业人才提供技术研发、技术转让、专利产业化、产品测试、创业投融资、法律服务等方面的创业支持。此外，协同构建产学研政平台，建立领军型创业人才与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机制，降低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创业风险，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双赢。（4）服务机制。优化人才服务体系，创新服务机制，培育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在社会保障方面，探索建立人才绿卡制度，为海内外领军型创业人才在子女入学、社会保险、购房购车、出入境、停居留等方面提供高效便捷优惠的服务。在税收和金融政策方面，免征领军型创业人才创业启动金个人所得税，给予新兴技术创业企业更大的税收优惠。探索建立创业人才公共服务制度，支持发展技术交易、投融资服务、技术评价等中介服务组织，为领军型创业人才在技术转让、创业投资、技术评价等方面提供服务支持。 
2.3.5 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政策的评价机制
近年来，我国及地方省市的许多人才政策内容滞后，不能与时俱进，关键在于缺乏一套科学有效的政策评价机制。建立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政策评价机制是衡量政策实施效果，促进政策完善和修订的重要依据。重视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政策的绩效评价工作，建立科学的评价程序和机制，对于山西人才强省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要顶层设计，把政策绩效评价作为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纳入人才引进政策的整体规划和实施细则中。二是要健全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政策的评价组织，建立基于市场机制的第三方专业评价机制，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科学和高效的原则，提高政策评价运作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有效性。三是完善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政策评价制度[
]，构建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政策评价体系，用制度保障评价方案的贯彻落实，保证政策评价的反馈结果能够对政策绩效、政策修订、政策调整和政策终结起重要作用。
3 结语
本文在综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界定了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内涵，借鉴 PSR 概念模型，探讨了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机理，即首先分析了影响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驱动力”，包括现实驱动力和政策驱动力。其次，探讨了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状态”，即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集聚规模偏小、集聚能力不足、集聚模式落后和集聚效应不显著等。第三，针对以上问题，从政策视角提出了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响应机制，主要从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的规划机制、引才机制、配置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价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解决山西领军型创业人才集聚规模不足、能力偏低与创新支撑作用弱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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